
一、本论题旨简介

本文要探讨的论题 , 是前人鲜有注意而遑论全面

研究的。直到最近 , 台湾大学历史系周伯戡教授才对

有关的问题提出如下看法 :

据我所知 , 直到目前为止 , 学术界只有 Tansen

Sen 企图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宗教历史现象 , 何以

汉地在第五世纪以前为一佛教边地 , 在唐朝时转化

成佛教中心。他以为这是下列四个因素而造成 :唐

初王玄策对北印度的用兵 , 国际贸易 , 武则天的崇

佛 ,菩萨在唐朝的在地化。在佛教眼里 ,“边地”系指

一个地方 , 此处佛法难以传布 , 此处的人难以理解

佛法。“中心”, 根据佛教自身的词汇 , 称之为“中

国”, 指的是恒河流域佛陀出生、出家、弘法、入灭的

区域。然而 ,汉地在第六世纪中以后 ,为不折不扣的

佛教“中国”。在此地出现的各种佛教教义系统的解

释 , 如天台、华严、禅宗等 , 伴同日本、朝鲜留学僧至

华学习而把汉传佛教传至汉文文化圈的周边。我以

为早在第六世纪初的汉地 , 已形成广大亚洲佛教文

明圈的佛教中心。

两组地理的观念与一项历史事件将被特别提

出来观察。这两组的地理观念 :佛教的“中国”与边

地 , 中国本身和首都相连的文化中心观。一项历史

事实 , 昙曜在 446 年北魏太武帝毁佛后对佛教的重

建。前者将探索佛教中国如何从一指涉恒河平原的

地理名词转化成佛国净土的宗教超越象征 ;同时边

地被转化成人在轮回中一大不幸的往生场所。因此

僧侣推崇皇帝与其统治的中心 , 把佛教的“中国”观

与中国自身的“中国”观相互结合在一起。这种佛教

“中国”观的转化与中国“中国”观的结合 , 终而使汉

地从佛教边地转化成佛教中心。这种转化我将透过

一项历史事件说明。当 452 年北魏文成帝即位 , 昙

曜借着与王权结合 , 重建佛教 ( 453—483 左右 ) , 他

在首都平城开五窟 , 以天子身为佛身 , 立三世佛 ;以

僧侣在华北乡邑强化教化活动。引入法灭思想大力

推动佛教内部智识 ( intellectual)与虔敬 ( devotional)

活动[1]。

笔者认为, 上述著作论文只触及有关问题的较后

和较小部分事实的现象和原因, 因为美国夏威夷大学

出版 Tansen Sen 的书所列举唐代的“四个因素”在中

国固然已是太晚的结果 , 而周伯戡所列举较早的北魏

文成帝时昙曜的一些作为 , 也是佛教的中心早已从印

度转移到中亚等国再转移到中国之后的结果。而且两

者都是片面地只论及中国方面较后和较小部分事实

的现象和原因 , 完全忽视更本源和更上游的印度西域

等国方面的有关事实的现象和原因。对有关问题的因

果之全面探讨, 其实要涉及时期更长远和地域更广大

的古代亚洲各国政治宗教文化关系史, 必须作更加宏

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。故本文试作如下几点分析 , 力

求对有关本论对象的起因及结果的一系列基本环节

作较全面清晰的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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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贯穿佛教史长河上中下游的

两大历史过程的关系分析

本文首先要厘清如下贯穿佛教史长河上中下游

的两大历史过程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问题 : 其一 ,

是自公元前五世纪佛教创立时起 , 理论和思想上的佛

教的世界中心观念在印度产生 , 及其在本土、西域、东

南亚诸国以及中国、朝鲜、日本等东北亚各国的传播

变化过程 ; 其二 , 是现实中的佛教的世界中心从印度

向中国的转移事实及其被人们了解认知的过程。值得

注意的是 :这两大历史问题既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

互相关联和影响 , 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相对独立

的互相矛盾的发展变化。具言之 , 就是印度佛教在印

度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心的转移衰落灭亡过程 , 决定了

佛教为印度的宗教世界中心以及印度为佛教的世界

中心的思想观念 , 在印度本土的兴起发展及转移衰亡

过程。而中国佛教界的少数极为优异的先知先觉者 ,

对现实中的佛教的世界中心 , 从印度向其邻近国家再

向中国转移的实际情况之逐步了解和认知 , 则是在有

关事实发生之后好几百年才开始的。这是因为中印两

国的交通是在西汉通西域 (约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

中)之后才开始 , 距离佛教在印度中天竺国的创立 (约

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 )已过四五百年。而且为正

史记载的佛经始传中国 , 现只知为《三国志·东夷传》

注引三国魏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所载 :“昔汉哀帝元寿

元年 (前 2)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《浮

屠经》。”又现知可信的佛经汉译 ,则始于东汉桓、灵间

(二世纪中) [2]的安息国高僧安世高。自此之后至两晋

十六国时期约三百多年间 , 主要由安息、月氏 (支 )、康

居、于阗等中亚西域国家的胡僧不断传译的佛教经典

及相关的佛教事业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全面盛传发展 ,

使中国实际上已成为超越北印度及中亚等国的后起

佛教中心。但是 ,由于这种传播长期基本上是单向的 ,

只有中亚及印度等国人来中国传播经教 , 而没有中国

人去中亚及印度等国学习取经 , 所以 , 如下事实是两

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广大的佛教徒一无所知的 :佛教的

中天竺中心随着孔雀王朝阿育王 (前 273—前 232)死

后急剧衰亡, 而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至三世纪由中月氏

人建立的贵霜王朝定都富楼沙 (位于今巴基斯坦的白

沙瓦 ) , 一度是佛教的新中心。另外 , 约与贵霜同时的

安息、康居等国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重镇。这就

是汉晋时期向中国传播佛教者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原

因。由于不知这些国家与印度佛教及其它宗教的兴衰

变化关系 , 源自佛教在中天竺国兴盛时期的中天竺迦

毗罗卫国为世界以及佛教的永恒中心之论 , 虽然既不

合佛理 , 也不合史实 , 但却一直在汉译佛典中长期流

传 ,而无人提出可以否定之证据理论。主要原因之一 ,

就在于中国佛教界很迟才有人为了解开对汉译佛典

存在的种种疑难问题 , 开始了前赴后继地西行至印度

考察佛国真相和学习求取真经妙法的行动。

目前所知中国佛教人士去西域和印度而又能成

功回国并将西域和印度诸国情况向国人详细报告者 ,

以东晋时高僧法显为始。其由西域赴印 , 再经南海回

国( 399—416)后 , 撰出《佛游天竺国记》[3]传世 , 为国人

了解认识西域、印度乃至南海诸国的情况 , 提供了可

作信史的最初人证和书证。其后有后秦时高僧智猛去

中天竺回国 ( 404—424)并撰了《游行外国传》、北魏太

武帝时 ( 424—451)高僧道荣 (或作药 )至北印度回国

并撰了《传》[4]、北魏末宋云至北印度回国 ( 518—522)

后撰出了《行纪》[5], 佛教中心已由中天竺移至北印度

的乌苌、乾陀罗两国 , 并最后移至北魏为代表的中国

之事实和观念 , 才有了可作信史的人证和书证。至唐

玄奘成功赴印及回国 ( 627—645)撰出了著名的《大唐

西域记》传世 , 才再次为中国不仅为当时东方世界的

最强国 , 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佛国和佛教中心提供了权

威而全面的信史证据。因此 , 其时尚书左仆射燕国公

张说为之制《大唐西域记序》宣称 : “太宗文皇帝金轮

纂御 ,宝位居尊。”[6]此后 ,才有发起全国性佛教革命的

南禅祖师慧能 , 创造性地发展和确立了相传是由南天

竺菩提达摩传来的教外别传的新禅宗 , 现身说法地明

确宣告不用去印度求法学佛 , 中国任何人在任何地方

都可以按照南禅的理论和实践立地成佛。同时 , 还有

武则天根据佛教经论所说的只有金轮王可以统管四

大洲之说 , 正式自加尊号宣告自己是 “金轮圣神皇

帝”[7]。以上的实际言行和结果 ,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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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当时的大唐或大周的中国 , 是东起日本、西至印

度的广大地区的最强大的中心。

综上所述 , 可知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过程与其

在异国尤其是中国的传播兴起过程 , 是薪尽火传的漫

长接力传递交替过程。可以更具体譬喻说 , 佛教东传

的主要路线之一 , 是其火炬不断接力传递到中亚各

国 , 中亚各国人将印度的火炬点燃了他们的火堆 , 再

将印度的火炬连同他们添加的各种火炬再不断接力

传递到中国各地。中国人也是不断用自己添加火炬伴

随外来的火炬传送的。当中国唐朝尤其是慧能发起佛

教革命以后 , 完全用本土的薪柴将佛教之火越烧越红

火旺盛之时, 也就是在印度西域早已衰竭的佛教之火

逐渐薪尽熄灭之际。但是 , 就像很多极为遥远的星球

在其自身早已消灭了若干光年之后 , 其星光才到达地

球而一直为地球人所仰见 , 中天竺迦毗罗卫国的佛国

之光 , 在其自身已消逝数百年之后才为中国的佛徒长

期所见所仰 ,此中道理是相似的。

三、天竺某国为佛教及世俗的

世界永恒中心的思想源流变化考

世界古代历史上每个民族国家 , 都几乎曾有过以

本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天下中心、世界中心、宇宙中心

的思想 , 这是当时的国际、地理和天文等方面知识的

局限与本民族国家的天然自我中心倾向结合的产物。

这只要不是过份盲目的“夜郎自大”, 就都有其在一定

的历史时空范围内存在的相对合理性。例如 , 连汉朝

时的“夜郎”甚至比“夜郎”还细小的小国 , 都自以为是

可以与汉朝一较大小之国 , 就显得过份无知可笑了。

但由最先进强大的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先秦时期儒

家经典确立的“华夏中心说”, 与大约同期源自印度中

天竺国佛教经典的“天竺中心论”, 以及后来的西方基

督教形成的“地球中心说”和“欧洲中心说”等等 , 跟其

它弱小国家民族的“夜郎自大”相比 , 自有其相对的合

理性和可信性。在古代 , 当两个或多个原本隔绝而自

为中心的国家民族的人员及其思想文化交流接触之

际 , 也就是他们各自的“中心论”进行较量竞争之时。

最终的结果大都是实至名归 , 实力强大者取胜而得到

弱小者的信服认同。正如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思想随

着中国的国力加强和影响扩大 , 儒家的经典的传播而

在当时得到周边的韩、日、越、胡等民族国家的认同 ,

其首都京城就不仅是中国的“天下中心”, 而且成为东

亚各国的“天下中心”。同样 , 以印度某国某地为世界

中心的思想 , 也是随着印度某国国力的影响扩大及其

佛教经典向世界各地传播而流行 , 对世界其它地方产

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,这种“天

竺中心论”的思想也传入了中国 , 日渐被广大虔诚的

中国佛教徒所接受 , 并且无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的

“华夏中心说”发生较量和矛盾冲突。

汉文的“中国”的“国”本指上古的邦城 , 故“中国”

其实是指“国中”也就是城中。后来改作指华夏族天子

直辖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京师 (首都 )为天下的中心

城市 , 和泛指其直接统治的华夏族国家地区为天下的

中心国家地区 , 并且在秦汉以来成为古代儒家史书论

著对我国承继华夏正统的国家王朝地区的通称。通过

对印度佛教史和早期汉译佛教经典以及汉人佛学论

著的研究 , 发现其“中国”的指称也有同类的变化 : 其

本来指称恒河流域上游 , 在印度河、阎牟那河的河口

平原一带之国。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 , 指恒河流域

下游中天竺一带以城市为中心的众多国家。正如我国

先秦时有“诸夏”的概念 , 古中天竺各国都可以自称

“中国”,故有“诸中国”的概念传世[8]。其中有十六个大

国 ,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( ! qkyamuni, 约前 566- 前

486)所诞生的迦毗罗卫国 ( Kapilavastu, 位于今尼泊尔

南的 Tilaura) [9], 其实只是面临将被十六个大国之一的

憍萨罗国 ( Kosala, 其都舍卫城位于今印度北方邦之

Sāhat- Māhet)吞并的边地濒危部族城邦小国 , 而且释

迦牟尼用尽努力 , 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其族国被憍萨罗

国灭亡[10]。可见在此时 ,释迦牟尼不可能在其新创的原

始佛教中用自己的降生 , 来证明并宣传迦毗罗卫国为

无数天地世界的永恒中心的理论。即使假设有这种亲

身的宣传 , 也未免过于“夜郎自大”, 不可能获得别人

的信奉认同。因此 , 在释迦牟尼之前及之后相当长的

时期内 , 都不可能有佛教的“中国”说存在。只有在释

迦牟尼涅槃以及迦毗罗卫国、憍萨罗等国都相继灭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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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 , 由原十六个大国中的另一大国摩揭陀国 (Maga-

dha)一国独大的发展出现了内统印度各邦、外抗希腊

入侵的空前强大的孔雀王朝(Maurya,定都中天竺华氏

城 , 位于今印度比哈尔之巴特那 Patnā) , 并且最后出

现了最强大而又是第一个信奉新兴佛教并立法大力

推行佛教的君主阿育王( A1oka,前 273—前 232) , 才有

这种把新兴佛教与新统一王朝的狭隘印度国家本位

中心论结合而互相支持的需要和可能 :借助释迦牟尼

及其之前的诸佛降生或成道的各种传说 , 将包含迦毗

罗卫国在内的中天竺国某地说成为无数天地世界的

永恒中心的理论 , 成为有强大王朝的实力强权支持之

佛教“新说”, 才可能推出而在印度及其影响所及的邻

国广为传播。这在当时一方面为佛教在印度本土及邻

国的宗教生存竞争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, 但另一方面由

于此说其实是受婆罗门教的种姓等级观念影响的产

物 , 是根本违背佛教的诸行无常、众生平等、人皆可成

佛的基本原理 , 故终究随着孔雀王朝阿育王死后印度

国家的急剧衰亡与本土佛教的衰落, 而被异国新兴的

并更符合佛教原理的大乘佛教中心及相应的佛教世

界观所打破。

首先 , 在汉晋唐间的汉译佛教经论中 , 以佛出生

的“迦毗罗卫国”作为世界中心之说比比皆是。例如 ,

东汉建安年间 ( 196—220)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

译《修行本起经》卷上〈现变品〉第一云 :“迦夷卫者 , 三

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过去来今诸佛 , 皆生此

地。”[11]其后 ,三国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《佛说太子瑞应

本起经》则有更多的描述 :

⋯⋯迦毗罗卫者 , 三千日月 , 万二千天地之中

央也。佛之威神 ,至尊至重 ,不可生边地 ,地为倾邪 ,

故处其中 ,周化十方。往古诸佛兴 ,皆出于此。[12]

很显然 , 这里把佛释迦牟尼所出生的“迦毗罗卫

国”描绘为宇宙的永恒中心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只

能生于此国 , 而不能生边地 , 否则地将会倾斜。但是 ,

当东晋法显赴印度时 , “迦毗罗卫国”不仅灭亡了数百

年 , 其故都“迦毗罗卫城”已经“甚如丘荒”, 而且全国

已是“大空荒 , 人民希疏 , 道路怖畏白象、师子 , 不可妄

行。”[13]因此 ,即使还有人继续持有“迦毗罗卫国”为宇

宙的永恒中心之说 ,法显也不信用。与此相应的 ,是法

显记录了现存的中天竺各国都可以继续自称“中国”,

故有“诸中国”的概念传世。因而有关国家甚至以新

“中国”自居的北天竺毗荼国的僧人都因不了解华夏

中国 , 而过份盲目的“夜郎自大”地称之为“边地”, 并

且对法显等人的赴印求法感到非常惊奇 [14]。又如十六

国后秦竺佛念译《出曜经》, 在其〈恚品〉宣扬“所以竞

利多少、亡家破国、种族灭尽皆由恚”之论后 , 进而在

其〈如来品〉说 :

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 , 生于中国不在边地。

所以生此阎浮利地者 , 东西南北亿千阎浮利地 , 此

间阎浮利地最在其中。土界神力胜余方 , 余方刹土

转不如此。[15]

这里泛称的“中国”显然不能包括已经“亡家破国

种族灭尽”的“迦毗罗卫国”等释迦国族以及其它中天

竺国 ,而是指现存于阎浮利的强大之国。这种观点 ,其

实是与东汉月支国三藏支娄迦谶译 《道行般若经》卷

第六〈摩诃般若波罗蜜阿惟越致品〉之说相同的 :

萨芸若常在中⋯⋯常称誉贤善者上头 , 常随善

知识 , 不与恶知识相随 , 常求佛法 , 愿欲生异方佛

刹。用是故 , 常与佛相见供养之。从欲处、色处、空

处 , 从彼间来生中国 , 常于善人黠慧中生 , 在工谈语

晓经书家生。常不好豫世俗之事 ,生不犯法 ,常在大

国中生 , 未常在边地生也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 ,

用是故名为阿惟越致菩萨。[16]

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至三世纪由中月氏人建立的

贵霜王朝定都富楼沙 (位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) , 一

度是佛教的新中心。另外 ,约与贵霜同时的安息、康居

等国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重镇。这就是汉晋时期

向中国传播佛教者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原因。相应的佛

教中心地点的转移说法首先由月氏人支娄迦谶等翻

译传播是自然之结果。至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

《小品般若波罗蜜经》卷第六〈摩诃般若波罗蜜阿惟越

致相品〉之说将末尾改译如下 :

阿惟越致菩萨 , 多于欲界、色界命终来生中国 ,

善于伎艺 ,明解经书。咒术占相 ,悉能了知。少生边

地 , 若生边地 , 必在大国。有如是功德相貌 , 当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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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惟越致菩萨。[17]

由上可知 , 与永恒的中国说被引领佛教走向世界

性宗教的大乘佛教经论的传播所逐步打破修正 , 相应

的是所谓“菩萨不生边地 , 以其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

器 ,犹如哑羊而不能知”。“边地”无佛无菩萨 ,无佛法 ,

无佛徒等含有狭隘的国家种族地域主义之永恒的“边

地”说 ,也同时被逐步打破修正。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

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二十九〈师子吼菩萨品〉有如下

新说 :

师子吼言 : “世尊 , 十六大国有六大城 , 所谓舍

婆提城、婆枳多城、瞻婆城、毗舍离城、波罗奈城、王

舍城。如是六城 ,世中最大。何故如来舍之 ,在此边

地弊恶极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? ”“善男子 , 汝

不应言拘尸那城边地弊恶最陋隘小 , 应言是城微妙

功德之所庄严。何以故? 诸佛菩萨所行处故。善男

子 , 如贱人舍 , 王若过者则应赞叹 :是舍严丽功德成

就 ,能令大王回驾临顾。⋯⋯拘尸那城亦复如是 ,乃

是诸佛菩萨行处。云何而言边地弊恶? ”

此说将原本是 “边地弊恶极陋隘小拘尸那城”以

佛释迦牟尼选为涅槃之地而改为诸佛菩萨行处的非

边地 , 正式为修正永恒的“边地”说提供了大乘佛经的

理论。从而为印度以外的西域各国乃至华夏的中国由

“边地”转为佛国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因此 , 北魏末宋云

到乌苌国时 , 该国王了解华夏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

后 , 对宋云说 : “若如卿言 , 即是佛国 , 我当命终 , 愿生

彼国。”[18]这是华夏中国由“边地”发展为最强大的中心

佛国而且获得原来的中心佛国之国王承认仰慕的最

早见证。由此可见 , 前此的北魏文成帝时昙曜在首都

平城开五窟 , 以天子身为佛身 , 立三世佛等行动 , 是既

有很多前因 ,又有很多后果的。

至唐玄奘所记摩揭陀国的释迦牟尼成佛处为世

界中心的传说如下 :

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 , 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

起 , 据三千大千世界中 , 下极金轮 , 上侵地际。金刚

所成 ,周百余步。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 ,故曰金

刚座焉。证圣道所 ,亦曰道场。大地震动 ,独无倾摇。

是故如来将证正觉也 ,历此四隅 ,地皆倾动。后至此

处 ,安静不倾。自入末劫 ,正法浸微 ,沙土弥覆 ,无复

得见。佛涅槃后 ,诸国君王传闻佛说金刚座量 ,遂以

两躯观自在菩萨像 , 南北标界东面而坐。闻诸耆旧

曰 :此菩萨像身没不见 ,佛法当尽。今南隅菩萨没过

胸臆矣。[19]

其后 , 玄奘门徒所撰玄奘传记也有同类记载如

下:

正中有金刚座 ,贤劫初成 ,与大地俱起。据三千

大千之中 , 下极金轮 , 上齐地际 , 金刚所成 , 周百余

步。言金刚者 ,取其坚固难坏 ,能沮万物。若不依本

际 ,则地不能停。若不以金刚为座 ,则无地堪发金刚

定。今欲降魔成道 ,必居于此。若于余地 ,地便倾昃。

故贤劫千佛皆就此焉。又成道之处 ,亦曰道场。世界

倾摇 ,独此不动。一二百年来众生薄福 ,往菩提树不

见金刚座。[20]

这传说既表明佛教的世界中心曾由释迦牟尼的

出生地迦毗罗卫国转到其成佛处的摩揭陀国 , 同时还

表明摩揭陀国的世界中心地标金刚座已经不见了一

二百年 , 故明理者读此皆知不可能存在于某国某地的

世界永恒中心。其实 , 法显已记载“那竭国界醯罗城”

的供奉佛顶骨舍利的“精舍处方四十步 , 虽复天震地

裂 ,此处不动。”这是“不动”之道场曾由摩揭陀国转移

至此之传说证据。

四、迦毗罗卫国为世界永恒中心的

思想的保守与突破之长久矛盾

由于各国佛教的实际与观念的变化并不同步 , 而

且中国佛教界对印度佛教的实际与观念变化的认知 ,

更滞后于印度本土以及西域各国数百年。加上印度本

土以及西域各国数百年间各种起源不同、新旧并存、

流派各异、真伪混杂、相互矛盾的佛教经论在汉晋间

风起云涌 , 兼且中国历代王朝的宗教文化政策主流是

兼容而自由 , 佛教讲求自觉自悟为主 , 虽然教内外对

有关问题一直有不同见解 , 而且时有争论 , 但教内大

都对过时的旧说取存而不论的态度。这是导致中国佛

教界内部一直存在新知灼见与陈言谬见并存而为其

掩盖的情况 :很多先入为主地盲目迷信早期入华的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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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经论的人 , 对中国佛教本身在世界的地位变化的认

知不但滞后于中国本土的实际变化数百年 , 而且滞后

于中国本土和西域以及印度等中外各国高僧及有识

之士数百年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因为很多先入为主地盲

目迷信早期入华的佛教经论之信徒 , 完全没有接受新

知灼见的条件或能力 , 故对中国佛教本身在世界的地

位变化的认知不但滞后于中国本土的实际变化数百

年 , 而且滞后于中国本土和西域以及印度等中外各国

高僧及有识之士数百年。同时 , 这也导致了如下怪现

象 :由唐至今一千多年间仍然有不少人的观念与实际

完全脱节 , 继续相信和传播有关中天竺迦毗罗卫国为

无数天地世界的永恒中心的理论。能够突破长期的流

行观念而探求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者 , 在世界各国永远

都只是少数的先知先觉者。

因此 , 尽管有上述事实和理论以及人证物证证明

印度的佛教中心早已灭亡转移 , 华夏中国自晋至唐及

以后一直为世界最强最大的佛国。但是同时一直有华

夏佛教人士完全脱实际地著论编书 , 继续宣扬迦毗罗

卫国为宇宙的永恒中心之论。诸如实际成于晋代的

《牟子理惑论》、南朝谢镇之在驳斥顾欢的《重书与顾

道士》[21]、慧通《驳顾道士夷夏论》[22]、梁僧佑的《弘明集

后序》[23]、《释迦谱》[24]、唐道宣的《释迦方志》[25]、《释迦

氏谱》[26]等皆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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